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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进入 ２１世纪第三个十年，中国人口发展面临历史性转折，总和生育率已长期徘徊在 １ ３以下，进入
生育转变的全新阶段。面对既有理论在解释生育转变时的碎片化以及西方中心主义等局限，依托费孝通 《生育

制度》的本土功能主义理论资源，可以构建一个以社会分工继替原则变迁为核心的解释框架，用以揭示传统生

育制度如何依托身份继替、性别协作分工与家本位价值形成稳固结构。现代社会继替从基于家庭的身份转向基

于个体竞争的选择，引发性别协作体系失衡、家本位价值流变，叠加数智社会的加速效应，最终导致个体生存

逻辑与家庭生育模式相容性大幅下降，成为当前生育转变的底层结构根源。基于该框架，进而对现有生育支持

政策的局限进行剖析，探讨社会化抚育、生育价值重构等深层干预路径，并展望人机社会对生育制度的重塑可

能，力图构建根植中国情境的生育转变的原创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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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进入 ２１世纪第三个十年，中国人口发展面临的历史性转折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根据国家统计局及多项抽
样调查数据，中国总和生育率 （ＴＦＲ）已长期徘徊在 １ ３以下，部分年份甚至跌至 １ ０左右。① 这一水平不仅
远低于维持人口长期稳定更替所需的 ２ １，也低于许多面临老龄化挑战的发达国家的水平。生育率的变化并非
单纯的数字变动，它既显示出我国的生育转变进入全新的阶段，也预示着我国的人口结构将会发生深刻变

化———老龄化持续加深、劳动力供给不断收缩、社会抚养比急剧攀升。这些变化将对社会保障体系、经济增

长潜力乃至国家长远竞争力构成全方位的挑战。② 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之间的严重失衡，已成为中国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须直面的核心议题之一。

中国正在经历的生育转变并非孤立现象，而是全球低生育率浪潮的重要组成部分。自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以
来，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一个令人瞩目的趋势———生育率并没有如经典人口转变理论所预期的那样停留在更替

水平附近③，而是持续走低，甚至跌破 １ ５的生育率警戒线，进入生育转变的全新阶段④。这一现象最初出现

在欧美发达国家，随后迅速蔓延至东亚地区，韩国、日本、新加坡等经济体相继陷入低生育区间。⑤ 如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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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趋势正在向发展中国家扩散。印度长期以来被视为高生育率国家的代表，但其总和生育率在 ２０２４年也已跌
破 ２ ０①，标志着全球生育模式和人口格局的根本性转变。据联合国预测，到 ２０５０年，全球超过一半的国家和
地区将面临人口负增长。② 面对这一现实，曾经被奉为圭臬的经典人口转变理论显得捉襟见肘，它无法有效解

释当下全球范围内、特别是东亚社会普遍存在的生育率持续走低现象。学界亟需寻求全新的、对当代生育转

变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

现有的生育转变理论虽然丰富，但存在几个明显的局限。第一，理论碎片化。不同学科从各自视角出发，

形成了多维度的解释，但这些理论之间缺乏有效的整合，难以构成系统性的解释框架，导致对生育转变现象

的理解停留在局部和表层。第二，西方中心主义。大多数生育转变理论根植于西方社会的经验，基于工业社

会的视角，对东亚社会的特殊性关注不足。事实上，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社会呈现出比西方更为显著的超低

生育率特征③，亟待从中国 ／东亚情境出发，构建具有原创性的解释理论④。第三，对技术变革的影响估计不

足。现有理论大多形成于工业社会或后工业社会初期，对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对婚育行为的影响

缺乏深入分析，更未触及技术变革与婚育底层机制变迁的内在关联，进而难以对生育率的未来走势进行展望。

在这样的背景下，构建根植于中国情境、能够解释中国当前生育转变的原创性理论，成为中国社会学与

人口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重要环节。费孝通的 《生育制度》，恰恰为我们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理论资源。⑤

这部经典著作扎根于中国社会情境，提出了一个关于传统生育制度的整合性解释框架。与西方学者不同，费

孝通不是从个体决策的角度，而是从社会功能的角度来理解生育，这一视角对于探索当代生育率走低现象具

有独特的价值。本文试图以 《生育制度》为起点，描绘当代中国生育转变背后的生育制度变迁与社会结构转

型，并延伸探讨未来可能的人口走势与政策取向。需要事先说明的是，本文所构建的解释框架是一种韦伯意

义上的 “理想类型”分析。它通过对传统与现代社会的核心维度进行特征提炼，构建起一个逻辑自洽的结构

模型。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能够穿透纷繁复杂的现象，呈现出一条清晰的历史演进脉络，但其代价必然是对

现实复杂性的简化。

一、文献回顾：当代生育转变的三重解释逻辑及其局限

关于当代以生育率持续走低为核心特征的生育转变，学界已形成一个跨越多个学科、从微观到宏观的复

杂知识图谱。为进一步梳理清晰，已有研究将其归纳为三个逐层递进、相互关联的逻辑解释层次：人口学的

行为逻辑、经济学的决策逻辑与社会学的制度逻辑。⑥

（一）人口学视角：行为逻辑

人口学作为研究生育的核心学科，擅长从最接近生育事件的行为层面进行归因。邦加茨 （Ｂｏｎｇａａｒｔｓ）的
“中间生育变量模型”是这一路径的典范，它将影响生育率的直接因素分解为生育意愿、婚姻行为、避孕措

施、人工流产等。⑦ 在低生育率语境下，该类研究的焦点逐渐演变成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生育意愿的萎缩。

理想子女数普遍降至 ２个以下，且意愿子女数与实际生育数之间存在显著 “生育赤字”，反映出大量未被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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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生育制度》到当下中国的生育转变

的生育需求。① 其二，婚育时间的系统性推迟。初婚初育年龄的不断攀升，通过 “进度效应”显著压低时期

生育率，而推迟本身也可能因生殖力随年龄下降而导致终身生育数量减少。② 其三，非自愿无子与婚姻挤压。

在东亚这种婚育高度捆绑的社会，“不婚”成为低生育的重要间接因素。日益严峻的性别比失衡、婚姻市场

匹配困难，导致大量个体无法或者不想进入婚姻，从而丧失了在现行制度下实现生育的常规路径。③ 其四，竞

争性行为的挤占。尤其是劳动力市场参与对生育时间的挤压，“工作—家庭冲突”成为核心议题。④ 此外，人

口迁移流动造成的家庭分离、隔代照料资源的可得性等，也被纳入分析视野。

人口学视角精准刻画了发生了什么，其研究通常聚焦于人口行为对生育的影响，为理解生育转变的机制

提供了微观基础，但其解释往往止步于对直接行为变量的描述与关联分析，对于这些行为为什么会发生还欠

缺解释力。

（二）经济学视角：决策逻辑

经济学视角倾向于从决策逻辑去探索生育率持续走低的成因。相比于人口学视角，它试图看到驱动生育

相关行为背后的决策机制。经典的经济学理论通常建立在成本—收益分析和理性决策之上，考虑以结婚、教

育、住房等为代表的直接成本，以及以职业发展、代际流动为代表的机会成本与生育形成的竞争。经济学视

角的核心假设是，人们会根据预期的成本和收益来决定是否生育以及生育多少，当生育的成本上升或收益下

降时，生育率就会下降。⑤

贝克尔的 “数量—质量替代”理论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Ｑｕａｌｉｔｙ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是经济学解释生育行为的奠基性理论。

该理论认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父母更倾向于在子女的 “质量”（如教育投入）上增加支出，反而挤压

了子女 “数量”。⑥ “财富流”理论认为，在传统社会，财富主要从子女流向父母，因此生育具有经济理性。

在现代社会，当财富流发生逆转，父母需要向子女投入大量资源，生育的经济激励随之消失。⑦ 代际流动理论

关注社会流动性对生育决策的影响。德奥普克 （Ｄｏｅｐｋｅ）等人的研究表明，当父母预期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

将取决于其教育成就时，他们会增加对子女教育的投资，同时减少生育数量。在竞争激烈、社会流动性较低

的社会，父母对子女教育的焦虑感更强，这进一步抑制了生育意愿。⑧ 东亚社会普遍存在的 “教育军备竞赛”

现象，正是这一机制的典型体现。⑨ 近些年来兴起的前景理论则为低生育率提供了行为经济学的解释，即人们

对损失比收益更为敏感，经济不确定性会通过放大婚育可能带来的职业中断、收入损失等负面预期，进而塑

造低生育水平。瑏瑠 当代年轻人面临的就业不稳定、房价高企、收入预期不确定等问题，都在不同程度上抑制了

他们的生育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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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视角从对生育相关行为的直接观测，延伸至对教育、职业、住房、财富、社会流动等变量的分析，

探讨其作用于生育决策的机制，形成了解释生育转变的第二重逻辑。然而，经济学视角的局限性在于，它假

设人们是理性的决策者，能够准确计算生育的成本和收益，但现实中个体的生育决策往往受到文化、情感、

社会压力等非理性因素的影响。此外，经济学视角也难以解释为什么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在相似的经济条

件下，生育率可能存在显著差异。这就需要进一步追问决策背后的价值偏好与制度塑造机制。

（三）社会学视角：制度逻辑

社会学视角更加致力于从制度逻辑去探究生育率走低的形成机制。制度分析关注那些塑造个体行为和观

念的结构性力量，试图回答诸如，“为何工作和家庭的冲突在当代社会更加尖锐”以及 “为何当代家庭倾向

于在养育上投入更多资源”等问题。

制度通常可被划分为规范性制度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和规则性制度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ｖ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前者包
括文化、规范等非正式性制度，后者则以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为核心。① 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遵循典型的规

范性制度解释路径，以个体主义文化的兴起解释婚育行为的转变。② 该理论认为后工业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

的文化变革，包括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转变、从制度化宗教向个人精神性的转变、从家庭主义

向个体主义的转变等。这些文化变迁导致人们对婚姻和生育的态度发生根本改变，婚姻从必需品变为可选项，

生育从义务变为选择。

规则性制度视角重点关注包括教育、家庭、工作、医疗在内的社会制度如何影响和塑造个体的生活轨迹，

作用于个体有关家庭的决策。“制度化生命历程”这一概念指出，现代社会的各种制度 （包括教育制度、劳

动力市场制度、福利制度等）通过设置准入门槛、提供激励、施加约束等方式，深刻地塑造了个体的生活路

径。③ 例如，高等教育年限延长、就业市场稳定性下降、工作制度缺乏弹性等因素，都会直接或间接推迟婚育

年龄、压缩生育窗口。全球化理论是一个更宏大的制度分析框架，它认为全球化带来的资本自由流动、国际

竞争加剧、以及越发不稳定的国际市场等因素，导致了国家内部福利、教育、就业以及家庭性别体系的制度

性变革，创造了不利于家庭组建与生育的经济社会环境。④

最后，性别平等的相关理论同时蕴含规范性制度与规则性制度的双重视角。一方面，女性受教育程度的

快速上升，推动其性别观念的革新；公共领域性别职业壁垒的减弱，也使其更多参与到就业市场之中。另一方

面，私人领域 （如家务、育儿）的性别平等存在滞后，女性面临更大的角色冲突，婚育意愿因此受到抑制。⑤

（四）现有理论的局限：迈向更深层的结构转型解释

人口学的行为逻辑、经济学的决策逻辑与社会学的制度逻辑共同构成了一个从微观行为到宏观结构，且

相对完整的解释链条。宏观的社会文化与制度变迁塑造了个体的决策环境，个体基于成本收益分析与理性选

择做出生育决策，最终表现为具体的生育行为变化，导致生育率走低。

然而，现有研究体系在触及文化制度背后的更底层逻辑及其历史变迁时，往往显得力有不逮。因为它们

大多以现代工业社会或后工业社会为既定背景，缺乏一个能将传统社会生育制度与当代社会低生育现象贯通

起来的历史比较制度分析框架。费孝通的 《生育制度》恰恰提供了绝佳的切入点，它追问的是：一个社会为

何需要、以及如何建构一套制度来确保生育的发生？这套制度建立在何种社会根基之上？当根基动摇时，制

度又将如何演变？回归这一系列根本性问题，有助于我们超越对低生育率现象的碎片化描述，直抵其背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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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生育制度》到当下中国的生育转变

社会结构转型议题。

二、基于 《生育制度》的功能主义框架

（一）费孝通 《生育制度》的基础论述

费孝通的 《生育制度》植根于 ２０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乡村社会，其理论灵感来源于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
义人类学与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深刻的中国化改造。全书的核心旨趣在于回答在传

统中国社会，生育为何以及如何成为一项稳固的社会制度。

首先，全篇开宗明义，将 “生育制度”定义为人类为种族绵续而创设的一套社会设置。但费孝通立即超

越了生物本能论，引用马林诺夫斯基的说法并指出，“生殖作用在人类社会中已成为一种文化体系。种族的绵

延需要并不是靠单纯的生理行动及生理作用而满足的，而是一套传统的规则和一套相关的物质文化的设备活

动的结果”。① 在他看来，生育的首要社会功能在于保证社会结构的新陈代谢与完整延续。社会是由各种身

份、角色构成的分工合作体系，个人的生命有限，必须通过生育、抚育、社会化这一整套过程，将新的成员

（子代）培养合格，以填补因死亡、衰老而空缺的社会位置，从而确保社会分工体系的世代继替与正常运转。

因此，生育不是个人的私事，而是关涉社会存续的公共事务。然而从个体层面来看，生育行为需要个体付出

大量的时间、精力与资源，父母需要承担子女的养育、教育责任，在这一过程中，个体的自我利益往往作出

让步。生育行为的 “损己利人”特征，使其无法依靠个体的本能与理性选择自发实现，需要社会通过构建一

系列的制度与规范，对个体的生育行为进行引导、约束与保障，这便是生育制度产生的根源。②

这一复杂制度的核心是确立双系抚育。费孝通通过犀利的社会生物学分析指出，人类幼儿抚育期漫长，

需要父母双方长期合作，但两性结合的生物基础并不稳固，因此需要婚姻制度，即通过社会认可的仪式与规

范，将这种合作固定下来，形成稳定的抚育团体。由此，产生了社会意义上的 “家庭”，其基本结构是父母

与子女的 “社会三角”。这个三角结构通过亲属关系向外扩展，形成了更大的亲属网络，共同构成生育与抚

育的支持系统。③ 这套制度不仅规定了谁应该生育和抚育，还通过一系列文化规范 （如 “多子多福”）、伦理

道德 （如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仪式庆典 （如婚礼和出生礼），赋予生育行为以神圣意义与强制性，确

保个体愿意并能够履行其生育职责。

然而，功能主义常常面临一个难题，即社会的需要如何转化为个人的行动动机。费孝通敏锐地意识到了

这个问题。他承认，从纯粹个人功利角度看，生育是一项 “损己利人”的事业，需要付出巨大的时间、精力

和资源。即便存在一套约束性的制度，个体为何会遵从这套制度，这套制度又将何以维系？费孝通在书中给

出的答案略显模糊。他提到个体出于生存需要，通过家庭与生育产生了联结，但并未详述其机制。④ 然而，

在书中后半部分，他话锋一转，深入探讨了社会继替问题，尤其是财产与地位的继承。这为我们理解个体动

机提供了关键线索。虽然费孝通仍然没有明确说明继替方式如何确保生育制度的维系，但指引了一条建立微

观生育结构的路径。下文将试图对费孝通的思路进行全新诠释和延伸，以便更好地解释当代生育制度结构的

变迁。

（二）理论延伸：基于继替原则的生育制度结构

借鉴英国历史法学家亨利·梅因 （Ｈｅｎｒｙ Ｍａｉｎｅ）的说法，费孝通区分了两种社会继替原则：身份原则
（Ｓｔａｔｕ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和契约原则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这两者又分别被阐释为机会原则和选择原则。在传统社
会，社会分工的继替遵循身份 ／机会原则，即一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由其家庭赋予的身份决定，其社会地位、
职业、财富等主要依赖于其家庭出身，而非个人能力和努力。这一原则在中国传统社会具体表现为亲属

原则。⑤

从家庭内部来看，子代逐步替代祖代、父代在家庭中的位置，实现家庭内部的代际更替。父代将其掌握

的生产资料、劳动技能、社会地位通过代际传递的方式转移给子代，子代在成年后便能够自然地占据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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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位置，承担相应的家庭功能。从家庭外部来看，家庭作为最小的结构单位嵌入社会分工体系中，家庭在

社会中的职业、功能和位置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如农民家庭世代从事农业生产，工匠家庭世代从事手工业制

造，家庭的社会分工角色具有明显的世袭性。家庭内的代际更替完成后，子代便能够自然地承接家庭的社会

分工角色，进而在很大程度上完成社会层面的分工继替。

身份原则下的社会继替方式，使得个体和家庭在生存维度上形成相互依赖、深度绑定的关系。生产资料

主要由家庭掌握，个体无法脱离家庭独立获得生产资料，也无法脱离家庭独立参与社会分工。个体的生存和

发展完全依赖于家庭的发展和壮大，家庭的繁荣意味着个体能够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与更稳定的生存保障，

而家庭的衰落则意味着个体的生存面临威胁。与此同时，家庭的发展和壮大也依赖于人口繁衍，只有人丁兴

旺，才能保证家庭的代际继替，维护家庭的生产资料与社会分工角色，进而实现家庭的长期发展。

个体与家庭之间的这种相互依赖关系，构成了一种无形的 “生存论共同体”①，而这一共同体的实现，正

是借助生育完成的。个体通过生育，确定家庭血脉与财产的继承者，在保障自身养老需求的同时，实现家族

社会地位的维系与提升。在这一结构中，生育并非单纯的价值选择，而是连接个体生存与社会继替的中介机

制。社会继替的需要与个体的生存理性在家庭这个节点上达成了高度统一。② 这便是传统社会个体生育的微观

功能性所在，也是生育制度在传统社会能够持续运行的基础。

在传统的生育制度中，社会继替的根本原则之上还存在两个关键性的结构：其一是性别协作的分工体系，

它的核心是 “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③ 这一模式与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继替原则高度适

配，也为费孝通提出的双系抚育机制提供了实现基础。传统社会的农业生产分工具有明显的性别特征。男性

凭借其生理优势，主要从事田间劳作、外出经商、服兵役等外部生产与社会活动，承担着获取家庭物质资源、

维护家庭社会地位的责任，即 “男主外”。女性则主要从事家务劳动、生育养育、纺织刺绣等内部生产与家

庭活动，承担着维持家庭日常运转、生育和养育子女的责任，即 “女主内”。这种性别分工模式，是一种高

度互补的协作体系，使男女双方能成为一个整体嵌入社会继替中。费孝通强调的双系抚育，在这种分工下得

以低成本实现。女性虽然社会地位受限，但其在家庭内部的劳动 （包括生育）被赋予了明确的价值且获得社

会认可。这一模式进一步通过文化规则得以强化，成为社会主流规范，保障了双系抚育机制的持续运行，为

传统生育制度的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

“家本位”价值体系是传统生育制度的另一重要支撑结构，其核心是将家庭的利益置于个体利益之上，

个体的价值实现、人生意义都与家庭的发展和壮大紧密结合。④ 在 “家本位”的价值体系下，个体并非独立

的存在，而是家庭的有机组成部分，个体的生命意义通过家庭的延续得以实现，个体的价值通过为家庭做出

贡献得以体现。生育行为作为实现家庭延续与繁荣的核心途径，自然成为个体最重要的人生责任与价值追求。

这一价值取向与个体和家庭的 “生存论共同体”高度契合。因此，“家本位”价值体系不仅是一种伦理要求，

用以强化个体的生育动机，更会反过来巩固该生存结构的正当性。

需要明确的是，本文所指向的 “生存论共同体”并非是对已有研究所阐发的 “生存论结构”或 “家庭主

义”的简单挪用。以孙向晨为代表的学者在使用此类概念时，更多立足于哲学—伦理学传统，关注 “家”作

为人类存在方式的本体论意义，旨在阐释人为何需要家的意义问题。⑤ 而本文的 “生存论共同体”则采用社

会学—功能主义的视角，侧重强调行动约束的物质结构基础，回答个体为何不得不与家庭绑定的现实问题。

这一概念也有别于社会学研究中一般意义上的 “家庭主义”。后者刻画的是一种规范性价值取向，体现为针

对个体的伦理义务和文化约束。上文所论述的 “家本位”价值体系，就是其核心组成部分。虽然在吉登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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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孙向晨：《个体主义与家庭主义：新文化运动百年反思》，《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年第 ４期。
李婷：《中国家庭变迁与家庭建设路径探索》，《社会建设》２０２５年第 ３期。
许琪：《中国人性别观念的变迁趋势、来源和异质性———以 “男主外，女主内”和 “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两个指标为例》，《妇女研

究论丛》２０１６年第 ３期。
杨善华、孙飞宇：《“社会底蕴”：田野经验与思考》，《社会》２０１５年第 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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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结构的定义中，物质资源与文化规范均是结构的有机构成，两者存在双向互构关系。① 但本文因延续费孝

通的结构功能主义框架，更偏重将生存理性的物质结构约束作为价值选择的基础，而把 “家本位”或 “家庭

主义”作为这种生存结构的文化表达。

综上所述，本文所构建的传统生育制度结构可概括为图 １所示的三层架构：底层是由社会生产和组织方
式所决定的社会继替的根本性原则；中层是作为结构支撑的性别协作体系与 “家本位”价值体系；上层是作

为结构表征的个体与家庭通过生育所构成的 “生存论共同体”。中层的两个支撑结构既与继替原则高度适配，

又在相当程度上强化了生存论共同体。这一生育运作机制的精髓在于，它揭示了在传统农业社会中，生育制

度之所以稳固，是因为其深深嵌入了一个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以身份继承为继替原则、辅以性别分工和 “家

本位”价值体系的社会结构之中。个体的生育行为，既是对社会功能的无意识履行，也是在特定结构约束下

合乎自身生存理性的自觉选择。这为我们分析当代生育危机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参照系和分析框架，

当这个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变革时，附着其上的生育制度也必然随之动摇乃至瓦解。下文对

现代社会生育制度变迁的分析，将继续遵循图 １的逻辑脉络。

图 １　 生育制度的基本结构及其变迁示意图

三、现代社会的生育制度结构变迁

（一）继替原则的转变：从身份到契约

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人类社会经历了深刻的结构性变革，工业革命的爆发推动了生产生活方式的根

本变革，进而引发了社会继替原则的深层转变。亨利·梅因所提出的 “从身份到契约”的论断精准地概括了

这一转变②，其具体表现为：决定个体在社会分工体系中位置的，不再是其出身，而是其通过教育、竞争与市

场契约所获得的能力与成就。这也与优绩主义的核心逻辑相符———社会地位应当依据个人的才能、努力和成

就来分配。③

在传统农业社会，生产资料主要由家庭掌握，劳动技能具有明显的经验性与世袭性，家庭是生产的基本

单位，个体必须依附于家庭才能参与生产活动、获得生存资料。而工业社会的到来，推动了生产方式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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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大工业生产取代了传统的小农生产，生产资料从家庭转移到企业、工厂等社会组织。与此同时，工业

生产所需的劳动技能更加标准化、系统化，不再依赖于代际的经验传递，而是通过学校教育、职业培训等社

会化方式获得。生产方式的这一变革，使得个体能够脱离家庭以独立的身份嵌入到社会分工体系中，实现自

身的生存与发展。①

与生产方式的变革相伴随的，是工作与家庭情境的彻底隔离。在传统农业社会，生产活动与家庭生活融

为一体，家庭既是生活的场所，也是生产的场所。在工业社会，生产活动集中在企业、工厂等专门的生产场

所，工作与家庭成为两个相互独立的领域，出现了明显的情境隔离。② 这种隔离也使得个体的收入不再由家庭

分配，而是与其自身的劳动投入和生产要素直接关联，个体通过劳动获得工资收入，能够独立安排自己的消

费与支出。经济上的独立性使得其摆脱了对家庭的物质依赖。

全球化导向的生产模式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推动了人口流动的普遍性与常态化。全球化使得生产要

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个体的就业不再局限于本地，跨区域、跨国家的人口流动成为普遍现象。家庭成

员之间的空间距离被显著拉大，传统的大家庭逐渐解体，核心家庭成为主流的家庭结构，家庭成员之间在经

济活动中的共享性与相互依赖性持续下降，家庭对个体的约束与保障功能均有所弱化。③

此外，制度环境的转变也为个体化的生产、生活方式提供了保障。现代社会建立了完善的法律体系、社

会保障体系、教育体系等，这些制度均以个体为基本单位，保障个体的权利与自由，为个体的独立发展提供

了支持。例如，法律体系明确了个体的财产权、劳动权、婚姻自由权等基本权利；社会保障体系为个体提供

了养老、医疗、失业等保障；教育体系为个体提供了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使得其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知

识与技能，实现社会流动。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工业化与全球化，以压缩的方式加速完成了这一转

型。④ 单位制的瓦解、城乡壁垒的松动、高等教育的扩招、劳动力市场的全面建立，共同将亿万个体从对家

庭、集体 （单位、公社）的依附中 “解放”出来，投入一个以个体为竞争单元的全国性乃至全球性市场之

中。个人成功的故事被反复颂扬，“知识改变命运”“奋斗成就人生”成为主导性的社会意识形态。⑤

这些变化共同推动了继替原则的转变 （如图 １右半部分所示），也从根本上改变了生育与个体利益之间
的关联。生育不再是个体实现生存与发展的必然途径，个体可以独立于家庭追求自身的价值。在这一背景下，

生养子女所占用的时间和物质资源反而与个体参与社会竞争的需求形成巨大的张力，工作—家庭冲突凸显，

生育的成本和收益开始倒挂。这一变化构成了现代社会生育逻辑变革的核心，也是低生育率现象产生的底层

结构动因。然而，继替原则转变的效应不止于此，它还通过对结构支撑系统的影响，进一步破坏传统的生育

制度结构。

（二）结构支撑系统的动摇Ⅰ：性别协作体系的失衡
如上文所述，传统生育制度的有效运转，依赖于一套相对稳定的性别角色分工，即 “男主外、女主内”

的协作模式。然而，基于个体竞争的契约 ／选择原则在本质上是性别中立的，它要求个体以无差别的劳动者或
人力资本身份参与竞争。在工业社会的中前期，西方的核心家庭依然维持着男主外女主内的协作分工模式，

这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家庭的生育和养育功能。然而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产业结构向服务业、知识经济转

型，体力优势减弱，教育成为关键竞争力，女性得以大规模进入公共领域，接受教育并参与有偿劳动。而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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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全球化的扩张导致西方社会福利水平整体下降，就业市场风险提升，使得双职工家庭的配置更受青

睐。① 至此，不仅男性，女性也被纳入到个体化的社会分工体系中，传统的基于性别的协作关系产生裂痕。这

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三个相互关联的后果：

首先，女性经济独立性与自主意识增强。她们无需再通过婚姻和生育来获取生存保障，其个人价值实现

途径走向多元。其次，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与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尖锐矛盾。当女性同样投身于强调全职

投入、持续竞争、地域流动的现代职场时，她们仍然被期望承担传统母职的责任。这种 “双重负担”成为抑

制女性生育意愿的核心机制。② 最后，契约化所强调的 “形式平等”，讲究付出与回报的均等，这让两性尤其

是女性再难从观念上认可传统生育中的性别协作模式。

中国的性别关系演进路径有其特殊性，但最终走向殊途同归。计划经济时期 “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政

策，使中国城市女性劳动参与率曾位居世界前列，但单位制承担了托育等大量的福利功能，缓解了家庭压力。

市场化改革后，单位福利社会化、公共服务缺位，家庭重新成为育儿责任的主要承担者。与此同时，农村女

性则通过大规模进城务工，也被直接卷入个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无论城乡，女性都面临着市场要求的理想员

工 （全身心投入、随时待命）与传统文化期待的理想母亲 ／妻子 （无私奉献、全程照料）之间的制度性错

配。③ 男性尽管也面临压力，但社会对其家庭角色的期待变化相对缓慢，“父职缺席”仍旧普遍。这一现象在

东亚社会尤为突出，构成 “不对称的性别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生育的心理与实际成本。④

（三）结构支撑系统的动摇Ⅱ：“家本位”价值体系的流变与个体化进程
继替原则对生育的影响，还体现在它会深刻塑造社会的文化特征。以家庭为继替单元的身份社会，自然

催生强调家庭利益至上、个人服从家庭的 “家本位”主义价值观。生育是家族绵续的头等大事，具有宗教般

的庄严意义。当继替单元从家庭转向个体，与之相伴的必然是个体主义价值观的滋长。个人的权利、自由、

选择、自我实现成为新的价值核心。生育从一项家族的义务，逐渐转变为自我的一种人生选择，其价值需要

重新在个人生命意义的框架内被论证。

西方的个体主义进程历经漫长演化，由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多重因素共同推动，是一个自

然展开的过程。⑤ 与之不同，中国的个体化思潮的兴起具有鲜明的压缩性特征，是一种内在需求与外在驱动相

结合的产物。⑥ 一方面，快速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在极短的时间内，将个体从传统乡土共同体和单位制中 “脱

嵌”出来，被迫进行自我规划与生活决策；另一方面，西方文化的传播与全球化的影响，为中国社会提供了

个体主义的文化范本，个体开始有意识地从 “文化工具箱”中选择符合自身需求的文化要素进行组合，以阐

释日常生活所需。⑦ 这种特殊的个体化发展路径，使得传统的家庭伦理、代际责任并未完全消失，而是与个体

主义思潮相互交织、碰撞，形成一种独特的 “个体家庭”或 “伦理个体主义”模式。⑧

一方面，“向下的代际责任伦理”依然强烈⑨，父母对子女的养育投入被赋予了极高的价值权重。“望子

成龙、望女成凤”的传统观念与基于个体的优绩主义继替原则相结合，使得家庭对子女的教育和发展的追求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大幅度抬高了养育成本，塑造了 “负责任但高门槛”的养育模式。瑏瑠 另一方面，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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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个体主义价值观的渗透，青年群体的自我意识显著提升，婚育决策更加注重个体的情感体验、生活质量与

职业发展，不再单纯服从于家庭与宗族的利益诉求。这种半个体主义、半家庭主义的杂糅，反而酝酿了更严

重的冲突。年轻人既要面对个体主义逻辑下职场的残酷竞争，又要承担家庭主义逻辑下代际期望以及精细化

育儿的沉重压力。

（四）数智社会加速器：自我中心的强化

对当前生育转变现象的解释还需解决一个重要问题，即：为什么在 ２０１６年前后中国、日本、韩国以及以
欧盟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总和生育率，由 ２１世纪初的相对平稳阶段转而进入持续下滑的新阶段。图 ２展
示了欧盟与中日韩三国自 １９９０年以来总和生育率的年度变化趋势。各个地区在 １９９０年代初期的生育率走低
之后，普遍出现了一个平稳期，甚至除韩国外，各地区生育率均略有回升，但是到了 ２０１０年代末期又都转而
呈现出快速下降的态势。这一时点与社交媒体在全球的深度渗透期相吻合。必须承认，这一转折并非单一因

素所致，后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动荡、各国生育支持政策效果的边际递减以及婚育观念的代际更替效应等，都

可在同期发挥作用。但这些因素均位于机制链条的下端，而本文试图探索的是更为根本的结构性力量。在这

一视野下，同样由技术和社会组织变革所驱动的数智社会的演进，就成为本文所关切的对象。近期的一项研

究通过严谨的因果推断证实，以苹果手机为代表的智能手机的使用会显著拉低生育率，且该效用独立于其他

的经济社会因素。① 从某种意义上讲，苹果手机本身就是数智社会最为典型的具象载体，这一结果表明数智社

会对于生育的影响真实存在且值得探讨。

如果说工业化与城镇化推动了生育制度结构的渐进式瓦解，那么数智社会更可能表现为婚育变革的加速

器。它借助信息传播方式的改变与社会关系的重构等路径使得传统生育制度的运行基础进一步弱化。这种影

响并非简单的技术赋能，而是通过重塑社会结构与个体行为模式，改变了婚育的文化环境与价值导向。

图 ２　 中国、日本、韩国和欧盟的总和生育率变化趋势 （１９９１—２０２４）②

数智技术首先推动了信息传播的去中心化。这一转变不仅使得非主流的文化内容得以传播，更是改变了

社会认知的生成结构以及个体的决策情景。在前数智时代，婚育观念的传播主要依靠家庭、社区等线下场域，

或者是新闻报道、文艺作品等中心化输出路径，主流的婚育规范具有高度的统一性与强制性。而在数智社会，

一方面，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成为信息传播的主要载体，网络平台和社群构成了无数个替代性的节点，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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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身、丁克、同居等多元的非主流叙事。另一方面，个体在从集体和家庭中脱嵌后，必须进行 “反思性的生

活规划”。① 他们在数字空间观察异质化的婚育模式及其后果，在认知层面进行学习、评估与自我说服。出于

管理风险的目的，个体会主动寻求与自身潜在担忧相一致的信息议程，例如，工作—家庭冲突、性别困境等，

推动风险规避策略的形成。这一过程将关于婚育的负面风险，特别是其与基于竞争的个体生存逻辑之间的冲

突，变得高度显性化和共识化，并将风险从个人体验上升为集体感知、公共叙事以及群体策略，在客观上加

速了传统生育价值体系的破裂。

更为重要的是，数智社会推动了一种全新社会结构的形成。邱泽奇以 “自我社会”来描述这一新型社

会，将其界定为 “以独立个体为中心建构起来的、围绕着个体的社会”。② 这一概念颠覆了传统社会学所隐含

的 “个体围绕社会”的假设，且区别于贝克等人所论述的 “个体化社会”。③ 数智技术通过大数据、算法推荐

等方式，为个体构建了个性化的信息世界，个人的需求、偏好被无限放大。与此同时，技术革命推动的连接

泛在④，突破了物理时空的限制，不仅个体可以跟任意某人建立联系，各类服务平台也极大满足了个体化、即

时性的需求。这些变化共同塑造了 “以自我为中心”的资源与信息获取模式。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个体的

自主性与独立性显著增强，在底层机制上强化了以个体为单位的竞争性生存逻辑。而在价值层面上，个体的

自我实现、情感体验、生活质量成为核心的价值追求，与婚姻生育所要求的相互妥协、责任分担、自我牺牲

形成了天然的张力，进一步助长了个体化意识，破坏了两性协作关系的价值基础。

（五）生育制度结构变迁的核心结果：个体生产生活方式与生育模式的相容性下降

从传统社会到工业社会，生育制度的基本逻辑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迁，而这一变迁的核心主线是社会

继替原则的转变———从基于家庭的身份 ／机会原则，转向基于个体的契约 ／选择原则，个体竞争与优绩主义成
为主导的生存逻辑。这一转变并非孤立的制度变革，而是引发了连锁式的社会结构与文化价值变革，最终导

致了生育制度两大结构支撑体系的动摇与瓦解。一是两性之间的协作关系从高度互补的分工体系转变为公私

领域分离的性别角色冲突，双系抚育机制的运行基础动摇，生育养育的责任无法在家庭内部实现合理分担。

二是生育的价值体系从 “家本位”的家族延续与生存保障，转变为家庭与个体主义的糅杂，生育的功能价值

与个体的价值诉求之间形成了显著矛盾。

生育制度逻辑变迁的结果表征，是基于个体的生产生活方式与基于家庭的生育模式之间的相容性大幅下

降。个体化的社会分工体系要求个体以独立、高效的姿态参与社会竞争，追求自我价值实现与生活质量提升。

而生育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家庭的、需要两性协作完成的集体行为，要求个体做出时间、精力、资源的让

步与牺牲。二者在价值导向、行为模式、资源分配上形成了根本的冲突。当下数智社会的演进，更是通过重

塑社会结构与个体行为模式，进一步加深了这一冲突，使之显性化、共识化。这种相容性的下降，是当代中

国乃至全球生育率持续走低的底层社会结构原因，也是现有生育支持政策难以从根本上扭转生育水平变化趋

势的核心症结。

四、生育支持政策与生育的未来图景

（一）现有政策的逻辑及其局限

对生育制度底层结构和逻辑的剖析，为我们审视当前各项生育支持政策提供了批判性视角，并勾勒出未

来可能的干预路径与演变方向。

当前中国各级政府已推出包括经济补贴 （育儿补贴、税收减免），时间支持 （延长产假、设立育儿假及

探亲假），服务供给 （普惠托育、课后服务），文化倡导 （构建婚育友好文化）等在内的 “组合拳”。⑤ 这些

政策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其政策设计均围绕着生育制度结构变迁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展开，但本质上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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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④

⑤

③　 乌尔里希·贝克、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个体化》，李荣山、范譞、张惠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邱泽奇：《重构关系：数字社交的本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４年，“序”第 ２页。
邱泽奇：《机器智能与社交关系重构》，《学术前沿》２０２４年第 １９期。
李婷、马运峰：《中国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转变与评估框架重构》，《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６年第 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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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化生产生活方式与家庭化生育模式之间矛盾的被动回应。例如，托育服务与父职假旨在帮助分担养育责

任，缓解性别角色冲突，促进工作家庭平衡；经济补贴旨在直接降低生育的货币成本，对冲个体收入与家庭

支出之间的张力；教育减负旨在降低 “质量—数量”替代效应中的 “质量”投入压力；文化倡导旨在修复生

育的社会意义，缓和个体价值与家庭责任之间的对立。

然而，从本文的分析框架看，这些政策大多聚焦于生育养育的表面成本与福利问题，处于适应或修补层

面，并未触及性别协作体系失衡、生育价值体系重构等深层次问题，以及更为根本的———个体生产生活方式

与生育模式相容性下降的结构性挑战。它们寄希望于通过外部补偿的方式，让生育变得 “容易一些”，但问

题在于，基于竞争的个体生存逻辑本身就是一场军备竞赛，其时间、精力和经济成本具有无限上升的趋势。

有限的辅助和补贴，可能很快被更高的教育期望、更卷的职场要求所消解。当整个社会系统的运行逻辑不断

制造着时间荒和焦虑感①，并充分提供家庭生活的替代，局部的、温和的改良政策很难扭转系统性压力。

（二）更深层次的干预路径

现有生育支持政策的局限性表明，要从根本上调和个体化生产生活方式与家庭化生育抚育模式之间的矛

盾，必须突破表面的成本分担与福利供给，触及生育制度更深层次的结构问题。从本文提出的生育制度结构

的框架推演，有两条理论上的路径。

其一是寻求深度社会化抚育，将生育重新定义为准公共品。既然生育的根本功能在于社会继替，是一种

具有正外部性的社会行为，那么其成本就不应该完全由私人家庭承担。这条路径主张，国家作为人口再生产

的主要受益方应承担起生育和养育的主要责任。这不仅意味着北欧国家式的丰厚现金补贴和全覆盖的公共托

育服务，更意味着将儿童养育和教育的核心成本社会化，包括但不限于从孕期到大学的全周期、实质性免费

医疗与教育，兼顾公平与质量，以及在住房、税收等方面对育儿家庭予以根本性优待等。其核心理念是，通

过强有力的再分配和政策干预，将生育养育从家庭的私域中部分剥离，重塑为一项由国家和社会共同支持的

公共事业。

然而这条路径意味着社会将大量资源投入到人口再生产中，可能与经济发展、社会保障等其他政策目标

产生竞争。在国际竞争激烈、经济压力凸显的背景下，其政治和财政两方面的可持续性都将面临严峻挑战。

另一方面，社会化抚育可能会引发国家干预家庭的争议，涉及个体自由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平衡。② 当下的生育

养育过程仍然涉及大量的私域行动，生育决定权与养育方式选择权，仍然是个体自主权利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如何厘清生育养育的公私责任边界、界定其价值属性，是一个棘手的公共难题。

如果深度社会化抚育的路径很难走通，那么另一条路径则是尝试在个体化社会的内部，为生育重新构建

一套价值和意义体系。鉴于传统的家庭和个人的生存论共同体的衰落，生育的价值不应再构筑在家族延续以

及个体生存之上，而需要建立基于个人情感满足、关系需求、生命体验与人生意义的新生育理性。例如，发

掘生育对于个人成长和自我实现的意义，将养育子女视为一种有意义的人生体验；强调亲子关系对于个体幸

福感的贡献，将子女视为情感支持的重要来源；探索由婚姻和生育所构成的现实社会支持网络对个人发展的

重要性；以及建立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个体繁荣紧密关联的认知框架等。与此同时，也要寻求破解以优绩主义

为核心的个体竞争模式及其对生活领域的挤压。以当前人工智能带来的教育和职业变革为契机，为个体拓展

多元化的发展路径与多维度的评价体系，推动社会从生产消费型向生活发展型转变。

需要认识到，价值的重构与新生育理性的建立，既需要教育、媒体、文化等领域的长期努力，更取决于

个体与社会环境之间持续的相互塑造。这并非能够依靠政策或者自上而下的单向输出来完成，也不仅事关婚

育规范，而是涉及整个生活价值体系的全面更新。这一过程可能相对漫长而波折，但也是当代社会需要正视

的文化挑战。

（三）未来图景：人机社会的一种审慎想象

展望更远的未来，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推动人类社会从信息—数智社会向 “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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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王天夫：《焦虑社会及其根源》，《北大社会学刊》２０２３年第 ２期。
吴小英：《“去家庭化”还是 “家庭化”：家庭论争背后的 “政治正确”》，《河北学刊》２０１６年第 ５期。



从 《生育制度》到当下中国的生育转变

社会”转型，可能预示着社会分工与继替原则的又一次重大变革。研究者将人机社会的核心特征描述为：人

工智能深度嵌入人类生产、生活、交往与治理，与人类主体相互作用、共同建构、协同演化而形成的新型社

会形态。① 若这一转型发生，社会分工不再局限于人与人之间，而是延伸为人与智能机器间的分工与协作。工

业社会所构建的基于个体竞争的选择原则，可能转变为基于人与机器合作的协同原则。这一变革可能从根本

上重塑生育制度的运行逻辑，包括生育的价值、生育抚育的方式、成本分担机制，这既可能为解决超低生育

率问题提供全新方案，也可能带来新的人口与社会问题。

从机会的视角来看，在人机社会，如果机器能够替代人类完成大量工作，社会对人类劳动力的需求将大

幅下降，生育的劳动力供给功能被弱化，生育的精神寄托与文化延续可能成为核心功能。同时，生育的成本

分担机制将被重构。机器可能带来生产效率的极大提升与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这为国家承担全部或大部分

生育养育成本提供了物质基础。从挑战的视角来看，展望人机社会，机器除了能完成物理性工作，也能够为

人类提供情感陪伴、精神寄托等功能，这可能使得个体对婚姻和生育的需求被全面替代，进一步降低生育意

愿。研究者也普遍担忧，人工智能的全面渗透会加剧社会的不平等，进一步压制弱势群体的生育机会。

人机社会对生育制度的重塑，是一个充满未知的过程，其最终结果取决于技术的发展方向、社会制度的

构建、文化价值的导向等多种因素。本文的推演仅是基于既有结构逻辑的前瞻性展望，具体的演变路径仍有

待长期的观察与验证。

五、余论

本文以费孝通先生的 《生育制度》为理论起点，尝试构建了一个以社会继替原则变迁为核心的解释框

架，用以分析中国当前生育转变的深层社会结构根源。从传统农业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乃至数智社会，社会

分工的继替原则从基于家庭的身份 ／机会原则转向基于个人竞争的契约 ／选择原则，是导致传统生育制度瓦解、
生育行为与个体理性利益联结断裂的根本原因。这一结构转型，引发了性别协作分工体系的失衡与 “家本

位”价值体系的流变，且在全球化、市场化、数智化的浪潮中不断加剧，最终表现为个体生产生活方式与生

育养育模式的相容性大幅度下降。

这一框架本质上是功能主义的，它强调社会结构对个体行为的塑造，并试图从制度功能与个体理性相契

合的角度理解生育行为的稳定性与变迁。它提供了一种将长时段历史比较与当下现实分析相结合的视角，有

助于超越对低生育率现象的表层归因和碎片化解释。如同本文开头所述，这仍然是一种理想类型的构建。那

些生育研究中经常关注的经济不确定性、住房约束、教育竞争等现实因素，在本文框架中被视为继替原则转

变的下游机制。它们固然具有相对独立的解释力，但在理想类型的意义上，其共性在于，它们均为个体化竞

争社会中契约 ／选择原则得以运行的具体制度安排。本文并不否认这些因素的直接作用，而是试图揭示其共同
依附的结构性前提，这当然会在一定程度上牺牲掉对机制全面性的刻画。

此外，本文的解释框架侧重于宏观和中观的结构性分析，对个体生命历程中的多样性、能动性以及群体

的差异着墨不多，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因素不重要，而是受限于理论建构的抽象层次。在经验层面，个体对

结构性约束的应对策略，如选择性单身、丁克等实践，呈现出丰富的群体差异；城乡之间在照料资源、住房

成本、文化规范上的异质性，以及不同阶层在教育竞争强度与职业稳定性上的分化，均可能调节继替原则转

变对生育行为的具体效应，显现出差异化的生育率转变轨迹。这些维度构成本文框架向下游机制和经验研究

延伸的重要接口，有待后续研究通过定量与定性的实证研究方法加以检验和充实。

当今中国之所以亟需关注生育转变理论的构建，不仅因为总和生育率长期走低，更因为需要通过对生育

现象的讨论，触及一个更根本性的问题，即在个体化生存逻辑已成为社会运行底色的今天，生育这个本质上

属于家庭化和集体性的事务，其合理性与可持续性究竟如何？更重要的是，作为生育养育功能主要载体的家

庭，又将去往何方？从本文所构建的制度框架来看，试图通过简单复归 “家本位”伦理、提倡代际责任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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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邱泽奇：《人机社会的治理转向》，《社会》２０２５年第 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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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生育或者强化家庭功能是一条很难走通的路。未来家庭不一定消亡，但一定面临功能重构。

最后，生育水平的持续走低，也绝非仅仅是人口数量命题。它是在个体竞争与优绩主义成为资源分配的

主导规则，以及数智社会的社会连接方式下，个人、家庭和社会发展之间冲突的外化。因此，这一变化背后

也潜藏着代际合作松动、社会团结资源流失等治理风险。因此，对生育问题的关注，实质上关涉更深层的社

会治理范式抉择，需要改变现有竞争逻辑下成本补偿式的干预思路，推动向 “生活发展型社会”转型，将人

的发展与人口再生产置于和物质生产同等重要的公共议程，这也是实现 “投资于人”与 “投资于物”相结合

的重要路径。这一抉择不仅关乎人口数量是否能够回升，更决定着社会能否为家庭生活和代际传承保留必要

的制度空间与文化土壤。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人口、家庭与可持续发展研究”（２４＆ＺＤ１５５）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朱 颖）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ＬＩ Ｔ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牶 Ｂｙ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ｄｅｃａ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牞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ｒｅａｃｈｅｄ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ｔｕｒｎ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牞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ｒａｔｅ ｈａｖｉｎｇ ｒｅｍａｉｎｅｄ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ｌｙ ｂｅｌｏｗ １ ３牞 ｍａｒｋｉｎｇ ａ ｎｅｗ ｐｈａｓｅ ｏｆ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牞 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ｅｎｔｒｉｓｍ牞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ｉｎ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牞 ａｎ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ｉ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牞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Ｆｅｉ
Ｘｉａｏｔｏｎｇｓ Ｔｈｅ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牞 ｔｈａｔ ｃｅｎｔｅ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ｌａｂｏｒ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ｈｏｗ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ｍｅｄ ｓｔａｂｌ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ｇｒｏｕｎｄｅｄ ｉｎ ｓｔａｔｕｓ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牞 ｇｅｎｄｅｒｂａｓｅｄ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牞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牞 ｔｈｅ ｓｈｉｆｔ ｆｒｏｍ
ｆａｍｉｌｙｂａｓｅｄ ｓｔａｔｕｓ ｔｏ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 ｔｈｅ ｄ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ｎｄｅｒ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ｖａｌｕｅｓ牷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牞 ｔｈｉｓ ｈａｓ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ｌｙ ｌｅｄ ｔｏ ａ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ｌｏｇｉｃｓ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
ｂａｓｅｄ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牞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ｒｏｏ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ｉ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牞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牞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ｄｅｅｐｅｒ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ｃｈｉｌｄｃａ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ｖａｌｕｅ牞 ａｎｄ ｌｏｏｋｓ ａｈｅａｄ ｔｏ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ｒｅｓｈａｐｉｎｇ ｏｆ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ｂｙ ａ ｈｕｍａｎｍａｃｈｉｎ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牞 ｓｔｒｉｖｉｎｇ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ａｎ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ｒｏｏ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牶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牞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牞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牞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牞 ｇｅｎｄｅｒ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６５１


